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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调查谁？ 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
选择及其影响

◎风笑天　 沈　 晖

内容提要　 文献梳理表明，国内生育意愿调查主要涉及三类对象，即普通城乡居民、育
龄人口以及青年。论文认为，生育意愿调查中，对象的年龄是最重要因素，只有育龄人口、
特别是３５岁以下的青年育龄人口才是最恰当的调查对象。同时，由于生育是由夫妻共同决
策并实施的行为，因此，仅以女性作为生育意愿调查对象的做法也不够恰当。而且调查对象
所具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属性也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生育意愿调查与生育观念调查是两
种不同目的的调查，后者的对象范围可以不受年龄等条件的限制。各种不恰当的调查对象选
择都会导致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形成偏差，并对我们的认识以及生育政策制定产生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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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于自身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一种主观期望和意愿。或者说，是人们对于生不生孩
子、生几个孩子、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什么时间生等问题的主观期望和意愿。在人口学、社会学研究中，生育
意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同时，对于国家相关部门来说，及时准确地了解不同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状
况，也是其制定或调整人口政策的一项重要参考。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年中，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数以百计的生育意愿调查。
这些调查结果在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我国社会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生育意愿的特点及其趋势，帮助政府相
关部门制订和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围绕着“单独二孩”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特别是在２０１３年底“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以后，围绕着二孩申请比
例是否偏低、“单独二孩”政策是否“遇冷”等问题，国家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争论。①在这
场探讨和争论中，常常涉及到对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认识、评价和质疑。特别是，由于我国各个时期
的实际生育水平往往与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揭示出作为人们生育行为预测指
标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并没有很好地反映人们真实的生育意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可能与研究者对
生育意愿概念的操作化、特别是研究者所采用的生育意愿测量指标有关（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对这方面
的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还可能与生育意愿调查对象的选择有关。换句话说，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
有可能存在着由生育意愿的概念不清或测量不恰当所造成的偏差外，还有可能存在着由调查对象选择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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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所带来的偏差。所有这些偏差都会对我们关于人们生育意愿的认识产生错误的影响。因此，梳理３０多
年来各种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类型、探讨选择不同调查对象参与生育意愿调查的实际效果、分析调查对象
选择的不恰当对认识人们生育意愿真实水平的影响等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育意愿调查应该针对哪些人群进行？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并不难回答的问题。因此，在现有的生
育意愿调查和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注意。学界也没有对这一问题展开过探
讨。但实际上，对于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一特定目标来说，“调查哪些人”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特
别是对于那些为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基本事实的生育意愿调查来说，就更是如此。那么，３０多年来
的生育意愿调查都是以哪些人群为调查对象的？以不同的人群为对象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时，会存在什么样
的问题？对哪些对象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有可能造成结果上的偏差？在我国社会的现实背景下，比较合适的
生育意愿调查对象是哪些人？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就是本文的主要目标。

一、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都在调查谁？

为了更好地描述现有的生育意愿调查对调查对象的选择状况，更好地回答“现有生育意愿调查都在调
查谁”的问题，我们需要收集系统的经验证据。即需要选择能够反映３０年来国内生育意愿调查对象基本状
况的调查项目。据有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３０多年中，国内学术界发表的大大小小的生育意愿调查结
果大约有两三百个。① 该研究者按照一定的标准，通过筛选，对其中２２７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统计，纵向地
描述和分析了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总体状况和变迁趋势。这是目前描述国内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数量最多
的一项研究。只是由于该研究的目标主要在于分析人们生育意愿的数量结果及其变迁方面，并没有涉及到
对调查对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而该研究的结果无法回答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为了选择对总体有代表性的生育意愿调查项目，采取了与该研究者不同的思路和选择策略。该
研究者所选取的是现有文献中“全部可得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即从ＣＮＫＩ上所能查到的、有生育意愿测量
结果的所有调查项目。他们采取这种方法选取个案，主要是出于纵向描述与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的需要。但
他们这种选取方式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样本中会包括许多一般性的、小范围的、小规模的、低质量的以及
未公开发表研究结果的调查项目。这样，虽然２２７项研究中的每一项都会有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数字，但这
个数字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却是值得探讨的。

为了避免该研究者的选取方法所造成的原始文献质量不高、调查结果代表性不足等缺陷，笔者采取了
与他们不同的文献选取标准和方法：笔者的标准是选取那些相对“重要”的生育意愿调查文献来进行分析。
笔者对于“重要”的界定（以及采用的衡量标准）是：（１）调查范围大（调查范围在县、市级范围以上）；（２）样
本规模大（有效样本规模在５００人以上）；（３）学术品质高（调查结果公开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在这三条标
准的基础上，笔者又从可行性方面考虑，增加了第４条标准，即通过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可以被搜索到。笔者具
体的选择方式和过程如下：

首先，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在中国知网的“全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上，选取“核心期刊”，并以篇
名包含“生育意愿”为检索词进行搜索，共得到１１５篇论文。

其次，逐一阅读这１１５篇论文，排除掉：（１）非经验研究的论文（包括纯理论探讨的论文、文献综述类论
文、介绍国外研究状况的论文等）；（２）调查范围为县、市以下区域（如村、镇、街道、社区等）的论文；（３）调查
的样本规模小于５００的研究论文；（４）采用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的论文；（５）没有报告（从文中也查不
到、辨别不出）生育意愿测量指标的经验研究论文；（６）没有报告调查项目相关信息（如调查时间、地点、总

① 侯佳伟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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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样本等）的论文；（７）仅调查二胎生育意愿（即询问是否会再生育）的论文。
这样，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经验研究论文５６篇，这些论文的经验数据来自于４１项调查项目。可以说，

这４１项调查项目构成了目前国内在生育意愿方面的最重要的经验调查。① 通过对这４１项调查结果的解
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揭示出国内目前生育意愿调查的主要现状。下面是这４１项调查项目的相关情况，特
别是调查对象的统计。②

表１　 国内４１项重要的生育意愿调查基本情况统计表
论文作者 调查年份 调查总体或项目 调查对象 样本规模
林富德 １９８８ 吉林城乡 １５ － ５７岁妇女 ３１９４
屈锡华 １９９０ 全国２３个贫困县 农村育龄夫妇 ２３０００
梁　 鸿 １９９６ 全国２４个试点社区 农村居民 ５９８６
赵景辉 １９９６ 哈尔滨市 已婚在业居民 ２７８５
周长洪等 １９９７ 广西、浙江两县市 育龄夫妇 ７５０
尤丹珍等 ２０００ 安徽、四川４个县 １６ － ４０岁育龄妇女 ３１８６
风笑天 ２０００ 湖北４城市及上海 １８ － ２６岁在职青年 ７４９
陈卫等 ２００１ 全国计生、生殖调查 １５ － ４９岁育龄妇女 ３９５８６
风笑天 ２００２ 湖北４城市 １８ － ２６岁在职青年 ６３８
莫丽霞 ２００２ 全国１６省区农村 １６ － ６０岁农村居民 １０４７０
李建新等 ２００２ 全国４省农村 ２０岁以上育龄人群 １０６６６
候亚非等 ２００２ 北京市城乡 ２０ － ３０岁青年 １５５５③
庄渝霞 ２００２ 厦门市 农民工 ９１２
陈彩霞等 ２００３ 四川省农村 ４５岁以下已婚妇女 ８１９
陈字等 ２００４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１８ － ５２岁有婚史妇女 ２８８０
风笑天 ２００４ 全国１２城市 在职青年 １７８６
周俊山等 ２００４ 拉萨市 １５ － ４９岁已婚妇女 ２２６２
谢永飞等 ２００５ 广州市 １８ － ６０岁流动人口 ２４００
王金营等 ２００６ 河北４县农村 农村居民 ８５９
覃　 民等 ２００６ 全国１２０个县区市 育龄妇女 ３３２５７
王学义等 ２００６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１８ － ５２岁有婚史妇女 ２４９８
马小红等 ２００６ 北京市城区 ２０ － ３４岁独生子女 ０６８④

侯亚非等 ２００６ 北京市城区 ２０ － ３４岁青年 １０６６
侯亚非等 ２００６ 北京市城区 ２０ － ３４岁青年 １３２８
江苏课题组 ２００７ 江苏省６县市 １８ － ４０岁育龄妇女 １８６３８
郭志仪等 ２００７ 安徽７地 城乡居民 １１００
马小红 ２００８ 北京昌平农村 ２０ － ３４岁独生子女 ９８２
王天宇等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５２岁以下妇女 １９７４
覃　 民等 ２００９ 全国１１０个县区市 一孩育龄妇女 ８４６８
廖庆忠等 ２００９ 全国１２城市 流动人口 ２３９８
宋健等 ２００９ 全国４城市 ２０ － ３４岁青年 ３２８２
徐映梅等 ２００９ 湖北３城市 １８ － ４５岁城乡育龄妇女 ４４４２
郑真真 ２０１０ 江苏省６县市 １８ － ４０岁育龄妇女 ２０８２７
汤兆云等 ２０１０ 泉州市 城乡居民 ６２１
王军等 ２０１１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城乡居民 ７０３６
王军等 ２０１２ 中国家庭热点调查 １８岁以上成年人 ５５４７
卿树涛等 ２０１２ 湖南省 拆迁家庭已婚妇女 ３８５８
王　 军 ２０１３ 中国家庭热点调查 １８岁以上成年人 ５８１８
庄亚儿等 ２０１３ 全国２９省市自治区 ２０ － ４４岁已婚育龄人群 ６３４５１
石智雷等 ２０１４ 湖北省符合政策家庭 １９ － ４５岁育龄夫妇 １００３０
张晓青等 ２０１５ 山东省城 ２０ － ４９岁育龄夫妇 １５６７９

①

②

③

④

由于ＣＮＫＩ收录的这方面论文最早发表于１９９２年，因此，１９９２年以前发表的论文未能包括在内，这可能会导致少量重要论文的
遗漏，特此说明。

属于同一项调查的多篇论文下表中只列出一篇。
北京市２００２年的调查在侯亚非、马小红等不同学者的论文中，所介绍的样本规模不一致。
北京市２００６年的调查在马小红、侯亚非等不同学者的论文中，所介绍的样本规模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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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的结果表明，国内现有的这４１项最重要的生育意愿调查项目，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主要可以
归结为以下几大类人群：（１）普通城乡居民（包括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成年人、妇女、已婚妇女等），共１４
项；（２）育龄人口（包括育龄夫妇、育龄妇女、育龄人群等），共１５项；（３）各类青年（年龄在３５岁以下），共７
项；（４）某些特定群体（如流动人口、农民工、独生子女等），共５项。如果把属于青年年龄范围的独生子女归
为青年一类，把没有具体年龄限制的农民工、流动人口归为普通城乡居民一类，那么４１项调查的对象就主要
为三大类：普通城乡居民、育龄人口以及青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４１％、３７％、２２％。

在上述三类调查对象中，哪些应该是生育意愿调查的重点对象，哪些是并不重要的对象？哪些是有可
能引起我们对生育意愿结果认识的偏差而不应该包括在调查之中的对象，还有哪些是应该包含在调查对象
之中但却没有被包含的对象呢？笔者认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二、调查对象的年龄

生育是一种与人的年龄、特别是与女性的年龄紧密相关的现象。因此，对于生育意愿调查来说，被调查
对象身份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年龄。虽然不同调查的具体目的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笔者认为，生育
意愿调查中最恰当、同时也最重要的调查对象应该是那些“具有生育能力和生育行为的人”。

生育意愿的本质特征是人们对于自己将来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主观愿望。这一特征同时也意味
着进行生育意愿调查的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首先要保证被调查对象具有实践生育行为、产生生育结果的
能力。这样，调查所得到的被调查者的回答结果才具有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以预测生育水平、制定生育政
策为主要目标的生育意愿调查来说，最重要、最恰当的调查对象应该是育龄人口（育龄夫妇）。因为只有这
些人口才是将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行为的潜在人群。而对其他超出生育年龄的人口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所
得的结果，并不具有对未来生育状况和生育水平的预测力，因而也不具有相应的政策意义。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不难明白，在现有的三大类调查对象中，比较合适的调查对象类型是育龄人口（其
年龄范围通常为１５ － ４９岁），以及属于育龄人口中生育力最强的青年人口（其年龄范围最小，通常为１５ － ３５
岁）。而普通城乡居民一类则是不太合适的调查对象。因为普通城乡居民的年龄范围通常为１８ － ７０岁甚至
更高，因此，这些调查对象中会包含许多超出生育年龄的人。比如，那些５０岁以上的中年人和６０岁以上的
老年人等等。所以，那些以普通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调查，由于其包含了所有年龄的成年人，调
查对象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许多与“生育意愿”不太相关的人员。因而，其调查得到的结果并不能很好反
映真正能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的生育意愿，同时，这种结果还会误导我们的认识。

例如，在有名的“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即ＣＨＮＳ调查中，研究者选择的调查对象是：“１８ － ５２岁已
婚、再婚及丧偶的中国育龄妇女”。这当然是该项调查的研究者考虑到其主要的研究目标所做出的决定。
由于其样本中“拥有农业户口的育龄妇女占比例为６３． ３％”。因而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会使得调查对象中的
一部分人并不适合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或者说，她们并不适合作为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为什么呢？看看该
调查中所询问的问题吧：“你是否还想生育”“你还想再生育几个孩子”。① 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一个５０岁左
右的农村妇女，或许早已经都当上奶奶、姥姥了，可你还问她：“想不想再生孩子”？“还想再生育几个孩子？”
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情景！这样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被调查者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询问又会有什
么样的结果？答案或许是会有的，这些答案或许也还会作为调查数据的一部分进行各种统计和计算，但这
样得到的数据又有什么价值？这样的统计结果又在怎样反映着现实？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４０
岁以上的妇女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她们的回答并不应该作为调查结果中所计算的百分比、平均值

① 王学义等：《禀赋、场域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研究》，《人口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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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她们根本就不应该进入被调查对象的样本中。因为一旦将她们作为调查对象加
入样本中，调查的结果就会出现偏差，并误导人们的认识。

又比如，在２００２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进行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中，调查对象的年龄为１６ － ７０
岁。该调查得出了“城乡居民生育愿望平均１． ８”的结果。① 问题是，这个“平均为１． ８个孩子”的生育意愿
结果有意义吗？笔者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与上面例子完全类似，在这个１． ８中，实际上“平均”进去了许
多本不应该统计进去的人们的生育意愿，这就是那些年龄在４９ － ７０岁、与生育行为已经毫无关系的人们的
“生育愿意”！所以，这种以普通城乡居民为对象的调查结果，使得那些真正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的生育意
愿，混淆、稀释、甚至是淹没在众多与生育意愿无关的调查对象的结果中，使得这种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实
际上并不具有反映和预测生育水平和趋势的作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正是依据上述分析，我们首先可以得出结论：在目前三大类调查对象中，比较合适的调查对象是育龄人
口和青年人口，而普通城乡居民一类则是不太合适的生育意愿调查对象。或者说，是容易产生偏差结果、误
导我们认识的一类调查对象。

其次，即使研究者注意到年龄因素，将调查对象限定为“育龄人口”或“育龄夫妇”，问题也还没有就此了
结。对于育龄人口这一类对象，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这是因为，人口学意义上的“育龄人口”，或
“育龄夫妇”，通常指的是女方年龄在１５ － ４９岁的已婚夫妇。而这种意义上的“育龄”，是一个仅从女性生理
条件考虑所进行的限定，它反映的只是女性生理上可以生孩子的年龄范围。

然而，当我们将这种人口学通用的生育年龄范围放到我国社会的现实背景中时，情况就有所不同。因
为改革开放以来直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前的３０多年中，我国社会、特别是城市社会一直实行
着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社会中则主要实行着“一孩半”②的生育
政策。正是由于生育政策的客观限制，绝大部分女性在其育龄期中，最多可能只会（实际上是只能）生育一、
两个孩子（我国总和生育率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直处于２． １的更替水平以下，新世纪后更是一直处于
１ ８以下③就是一个证明）。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广大“育龄妇女”、特别是城市“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往
往不会从２０多岁一直延续到４９岁，大部分人的生育行为通常都只会发生在３５岁之前。因此，当她们生育
了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后，她们的生育行为就基本上停止了。这就是我们的生育意愿调查所面临的一
种特定的社会现实。正是这种特定的现实使得我们所选择的生育意愿调查对象基本上不应该是处于
育龄末期（４５ － ４９岁）的女性，也主要不应该是处于育龄后期（３５ － ４４岁）的女性，而应该主要是育龄中
期（２５ － ３４岁）和育龄前期（１５ － ２４岁）的女性。

正是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相比于年龄范围相对更大的“育龄人口”，处于育龄前期
和育龄中期的青年人口才是３０多年来我国具体国情条件下最合适的生育意愿调查对象。或者说，青年人口
才是最有价值的生育意愿调查对象，也是对于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来说最不容易产生偏差结果、形成
误导我们认识的一类调查对象。遗憾的是，大量生育意愿调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以“育龄人口”的
年龄标准来衡量，表１的４１项重点调查中，符合条件的项目数量为２２项，只有总数的一半多一点。而如果
按更合适的“青年人口”年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４１项重点调查中，符合条件的项目数量就只有９项，仅占
全部调查项目数量的２２％，即１ ／ ５多一点。这一情况说明，目前许多这些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实际
上是包含从１５岁到６０岁甚至更高年龄的对象的生育意愿，而没有顾及到调查对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实
际上只有对生育问题的看法，而没有了生育的意愿和能力。这些调查结果都可能会因所调查对象的年龄不

①

②

③

陈胜利等：《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２００２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序，第１ ～ ２页。
即如果第一孩为女孩，则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
国家卫计委、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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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而存在一定的偏差。
总的结论是，从年龄上看，生育意愿调查的最重要对象应该是育龄人口，特别是处于生育高峰期的青年

育龄人口。因为只有这些人口才是可能将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行为、并最终影响到总体生育水平的潜在人
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只有处于婚育年龄的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才具有对现实生育结果的影响力
和对生育状况发展趋势的预测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关注青年人群生育意愿的价值所在。”①当然，目前随着
“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现实社会中许多处于育龄后期、甚至育龄末期的妇女也有再
生一个孩子的愿望和行动。因此，对于调查二孩生育意愿来说，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整个育龄人口都是
合适的生育意愿调查对象。

三、调查对象的性别

从表１所统计的调查对象中不难看出，接近４０％（共１５项）的生育意愿调查所选择的调查对象都是女
性，包括“妇女”“育龄妇女”或“已婚妇女”等。越是大型的调查、越是与生育政策制定相关的调查越是如
此。究其原因，可能与客观上人类生育过程中的“十月怀胎”“一早分娩”等都是由女性来具体承担有关。本
文前面关于“育龄人口”（育龄妇女）的年龄范围的讨论，实际上也主要是强调女性承担和完成生育这一过程
的生理规定性。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生育过程及其生理规定性，所以，比较多的生育意愿调查以“育龄妇
女”作为对象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其理由的。

但是，在肯定这种以“育龄妇女”为调查对象的正当性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从严格的、科学的意
义上看，这种做法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生育子女并非只是育龄妇女个人的事
情，生育决策更不是仅仅由女性说了算。虽然人口学有“育龄妇女”这个概念，现有生育意愿调查中也比较
多地以“育龄妇女”为对象，生育意愿研究中也特别看重“育龄妇女”的意愿，但这些很可能都只是由于从生
理上说，生育只会发生在“育龄妇女”这一群体身上的缘故。而众多研究者以“育龄妇女”作为调查对象的现
象则反映出，在许多研究者的潜意识中，可能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这就是把生育看成只是女性的事情，
或者看成至少主要是女性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看来，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最重
要因素。似乎只要弄清楚“育龄妇女”想生几个，就可以弄清楚人们最终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了。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尽管生育的实际承担者的确都是女性，但生育的决策和实现却并不是
完全由女性所决定的，女性的生育意愿在决定最终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中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并没有那么
大。因为社会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是由夫妻双方以及他们所构成的家庭来决定的。生育子女并不是
一种只属于女性个体的意愿和行为，而是一种属于男女两性构成的婚姻及家庭的意愿和行为。正是由于生
育是一件属于男女两性所结成的婚姻和家庭来承担和完成的事务。因此，仅仅调查育龄妇女所得到的生育
意愿结果，就不可能全面反映出对实际生育行为同样有影响的丈夫一方的意愿，因而其结果也不能真正反
映出可能发生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换句话说，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妻子还是丈夫，虽然都具有自己的生
育意愿，但却都无法单独取代由丈夫和妻子共同组成的家庭的生育意愿。最终真正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恰
恰是这种在夫妻双方个人生育意愿基础上形成的“家庭的生育意愿”。

比如，当我们仅以女性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时，有的女性可能会因为考虑到生育对自己工
作或职业发展的影响而表达不想多生孩子的意愿。但其丈夫可能会因为觉得多一个孩子家庭生活更美满，
或者认为对子女成长有好处，而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这两种不同的意愿最终会在双方多次的商讨、沟
通、甚至辩论后达成一致，形成整个家庭的、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生育意愿。这种意愿

① 风笑天：《青年特征与生育意愿———全国１２城市１７８６名在职青年的调查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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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能与女性个体的意愿相同，也可能不同。
所以，仅仅将女性作为调查对象，其结果往往只是反映出“作为个体”的广大女性对于生育孩子的想法

和意愿，实际上并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具体承担生育任务的育龄夫妇和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正是从
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比较合适的生育意愿调查对象是“育龄夫妇”，而不仅仅是“育龄妇女”。也可以说，那
些以“育龄夫妇”作为对象的生育意愿调查，比起那些仅以“育龄妇女”作为对象的生育意愿调查来，其结果
在认识和预测人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方面会更有价值，也更具有实际意义。

四、调查对象的政策身份

这里所说的政策身份，主要指的是调查对象是否符合生育政策的条件。由于我国社会、特别是城市社
会在改革开放以来直至２０１３年底以前的这３０多年中，一直存在着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为主要内容
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被调查者是否符合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同样也是生育意愿调查中会对调查结果
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因为同样的调查问题，对于具有不同政策属性的调查对象来说，其含义、影响以及效
果是不同的。

例如，许多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中，既包括按照当时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双独”育龄夫妇、农村一
孩为女孩的育龄夫妇、少数民族育龄夫妇等，同时也包括当时不能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育龄夫妇、“双非”
育龄夫妇、农村一孩为男孩的育龄夫妇等。因此，同样的生育意愿调查问题，比如“你希望生育几个孩子？”
对他们来说意义并不一样。这也就是说，由于现实中的人们所具有的政策身份是不同的，因此对他们来说，
同一项生育意愿调查实际上意味着两件不同的事情。对于前一部分被调查对象来说，上述调查问题的意义
相对更大些（因为他们可以在最多生两个孩子的背景下表达他们的意愿，即既可以选择生一个孩子，也可以
选择生两个孩子，当然还可以选择不生孩子）。而对后一部分被调查者来说，调查问题的实际意义就小得多
（他们只能在最多生一个孩子的背景下表达他们的意愿，即选择生一个或是一个也不生）。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研究者选择调查对象时除了要考虑其年龄、性别等生理条件以外，十分重要的一
点，还要注意其是否符合生育政策的规定。调查对象是否符合生育政策是非常关键的一条。如果不符合，往
往很难调查到他们真正的想法。因为他们头脑中客观存在着生育政策的限制和影响。比如，２０１３年后对符
合政策条件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对象进行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与对那些不具备这种特征和条件的育龄夫
妇进行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实际上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两种调查。前者可以直接询问被调查对象的生育意
愿，也有较大的可能性获得他们真实的生育意愿；而后者则无法直接询问被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往往需要
在问题前面加上“假如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这样的语句），也只有较小的可能性获得他们真实的生育意愿。
这就是我们的生育意愿调查所面临的社会现实。

因此，相对来说，在２０１４年以前开展的对“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调查，就比对“单独夫妇”“双非夫
妇”的同类调查具有更好的现实性，调查结果的意义和价值相对也更大。因为前者符合政策规定，没有外在
限制，可以说出真实想法；但对“单独夫妇”或“双非夫妇”的调查对象来说，他们就缺乏这种条件。而２０１３
年底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对“单独夫妇”的调查，以及２０１５年底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对所有育龄
夫妇的调查，也就具有了这种现实性。当然，还应特别说明的是，即使是目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对所有
育龄夫妇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所得到的结果也同样只能是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这也就是
说，只是所有育龄人口在有“最多能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条件下的生育意愿，而不是在没有任何政策限制、可
以任意生育多个孩子条件下的生育意愿，当然也不是在鼓励多生育孩子条件下的生育意愿。

五、调查对象与调查目的

除了上述与调查对象自身属性相关的因素外，还有一个与生育意愿调查对象的选择相关的问题值得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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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这就是调查的目的与调查对象的关系。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从目前的生育意愿调查来看，许多调
查的研究者实际上没有很好地区分两种不同的调查目的。或者说，是将两种不同的调查目的混为一谈，导
致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出现偏差。

应该明确的一个主要的区分是：研究者进行调查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还是为了了
解人们的生育观念？一些研究者往往把对人们生育观念的调查也看作是生育意愿的调查，或者说混同于生
育意愿调查，但实际上这二者是有着重要差别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二者的测量指标不同，适用的调查对
象范围也不同。

先从测量指标来分析。一些调查中用来测量生育意愿的指标是“理想的子女数量”，另一些调查中用的
是“你想生育的孩子数量”。这两种测量指标也就是文献中通常概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生育子女
数”。需要指出的是，“理想子女数”实际上测量的并不是人们的生育意愿，而只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关于这
一问题，笔者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进行专门的探讨，这里仅稍作说明。

笔者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二者尽管密切相关，但却并不相同。生育意愿主要是人们对于生不生
孩子、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等问题的主观期望或愿望，更直接地说，生育意愿反映的是人们想不想生孩
子、想生几个孩子、想生男孩还是女孩、想什么时候生等方面的“想法”。而生育观念则反映的是人们对于应
该或是不应该生孩子、应该生几个孩子、是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应该什么时候生孩子等问题的“看法”或
“观点”。“理想子女数”测量的正是这种看法或观点，而不是“意愿生育子女数”所测量的人们的“想法”。
正是从这一点来分析，现有的一些调查与其说是在调查人们的生育意愿，倒不如说是在调查人们的生育
观念。或者说，许多名为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际上只是对人们生育观念的调查。这种对人们生育观念的
调查所关注的以及实际所得到的，也往往只是人们对生育意愿所包含内容的“看法”和“观点”，而非人们
实际的“意愿”。

再从调查的适用范围来分析。两种不同目的的调查所适应的调查对象范围有着明显的差别。如前所
述，对于那些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为目的的调查来说，调查对象的年龄是最重要的变量，研究者至少应该
将调查对象的年龄限定在育龄阶段，最好是将女方年龄限定在４０岁或者３５岁以前。而对于以了解不同群
体人们的生育观念为主要目的的调查来说，这种年龄的限制就可以取消。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超出生育
年龄的人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通常是得不到合情合理、有价值的结果的。这种调查即使有结果，其意义也
不大。但是，每个年龄段的人却都可以有对于生育问题的看法、认识或态度，即生育观念的。因此，通过调
查，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在有关生育问题的看法上、认识上或态度上的差异，可以比较不同
群体在有关生育问题的看法上、认识上或态度上的不同特点，还可以分析和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特点的各
种原因。

完全类似的，如果进行生育意愿调查的目的是要把这种针对育龄妇女进行调查得到的结果作为预测社
会中人们的生育行为、生育结果的依据，那么，研究者就应该同时将育龄妇女的丈夫们也纳入调查对象中，
否则调查结果就会出现较大偏差。但是，如果研究者是以了解“育龄女性”的生育观念为调查目的，即为了
反映“育龄妇女”对生孩子相关问题的看法、认识或态度，那么，仅仅针对“育龄妇女”进行调查是完全可以
的，无可厚非的。

总而言之，对于真正以了解人们生育意愿为目的的调查来说，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还有政策身份等
等，都是对调查结果有影响的重要因素，也是研究者必须认真区分、仔细挑选的。但对于以了解人们“生育
观念”为目的的调查来说，调查对象的约束条件就少得多，选择范围就大的多，也可以说，调查可以对任何属
性、任何范围的人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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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简要的小结

本文通过选择国内最重要的生育意愿调查样本，对３０多年来国内生育意愿调查中的调查对象进行了系
统考察。结果表明，目前国内生育意愿调查的对象主要涉及三类人群：普通城乡居民、育龄人口以及青年。
笔者结合生育意愿调查的本质属性和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状况，分析了不同类型调查对象的合适
性及其可能的影响。研究认为：

第一，生育意愿调查中，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普通城乡居民并不
是生育意愿调查的合适对象。对于近３０多年的中国社会来说，只有育龄人口、特别是３５岁以下的青年育龄
人口才是生育意愿调查最恰当的调查对象。

第二，由于生育本质上是家庭中由夫妻双方共同决策并实施的行为，因此，仅以具体承担怀孕、生产任
务的女性作为生育意愿调查对象的做法也不全面，更为合适的做法是以“育龄夫妇”作为调查对象。

第三，除了年龄和性别因素外，调查对象所具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属性也会对调查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对具有不同政策身份的对象进行同一调查时，所得到的结果的含义和价值实际上有所不同。

第四，无论是包含了不应该包含的对象，还是缺少了本应该包含的对象，所有不恰当的调查对象选择都
会导致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偏差会对我们的认识产生误导，也会对生育政策制定和调
整产生影响。

第五，要认真区分生育意愿调查与生育观念调查。因为两种不同目的的调查所适用的调查对象是不
同的。生育意愿调查的合适对象是育龄夫妇，而生育观念调查的对象范围则可以不受年龄、性别等条件
的限制。

调查对象选择对调查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于包含了不应包含的调查对象，导致调查
结果被扭曲；二是由于缺少了应该包含的调查对象，导致调查结果不全面。从本文的分析看，３０多年来的生
育意愿调查在调查对象选择方面既存在“包含了不应包含”的错误（如超出育龄的普通居民）、也存在“缺少
了应该包含”的错误（如仅调查育龄妇女而不是育龄夫妇）。这两种错误都会造成不恰当的结果，会误导我
们的认识，甚至会导致我们在制定和调整生育政策方面形成较大的偏差。本文提出并分析生育意愿调查对
象问题的意义，正是希望更清楚地认识到现有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所可能存在的偏差，以便于我们更加客观
地看待现有具体调查的经验结果，也便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认识这些结果所具有的价值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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